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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近年来新疆中部库车一带 （古龟兹国境内） 考古发现的原始彩陶、 岩画、 墓葬

资料， 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 重建了湮没无闻的龟兹史前文明， 探讨了史前龟兹人的社会形态、 生

产模式、 生活状况、 审美习惯等， 并提出了 “古龟兹文明在起源阶段就与中华文明有了紧密的关系”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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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古国是曾经存在于中国西北新疆地区中部的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 其统治中心

位于今库车县城一带， 兴盛时期的疆界东起库尔勒 （与邻国焉耆分界）， 西接巴楚 （与
疏勒古国为邻）， 北到天山脚下， 南沿塔克拉玛干沙漠 （图 １）。 据记载， 龟兹国 “东
西千余里， 南北六百里”， 其管辖之地， 主要包括现在的库车、 新和、 沙雅、 拜城、 轮

台、 阿克苏等六县市。

图 １　 龟兹古国盛期疆域图 （作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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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兹国起源很早， 我们现在在其故地还可以见到龟兹文明最早的遗迹， 时间可以追

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也就是原始社会末期。 龟兹故地发现的人类活动痕迹， 有各种陶

器、 石器、 骨器等原始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遗存。 但是这个文明，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

中， 突然在公元九世纪左右， 神秘地消失在了中亚沙漠之中， 给我们留下的谜团， 现在

仍有很多难以解开。 现在，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考古发现的资料和古文献记载， 特别是数

量众多的汉文文献记载， 来重建龟兹古国的历史， 辨别它的文明特征。
龟兹国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范围， 大概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唐代末年。 此国的

历史， 有它自身起源发展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的衰亡却是与它周边地区的历史状况变迁

有紧密的关系。 根据我们现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 龟兹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时间， 是从

公元前 ３ 世纪， 到公元 ９ 世纪， 也就是说， 他有 １２００ 年左右有据考可考的历史。 所以

说，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龟兹古国， 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 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而

且它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 １０００ 年之久。
汉文典籍里头记载龟兹古国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１１５ 年， 也就是西汉武

帝元鼎二年： “西域始通于汉， 凡三十六国， 其后分置五十余国。” 这是北宋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里的描述。 他在列出西域诸国的名字时， 提到了龟兹国， 这个算是对龟兹

历史的最早时间记载。 其实， 汉语文献对龟兹国的历史记载， 最早是在东汉班固写的

《汉书》 里， 《汉书》 有一个专门的 “龟兹国传”， 对龟兹国有一个比较综合的介绍：
“龟兹国， 王治延城”， 也就是说， 龟兹国的首都， 是在一个叫延的城市， 位置就是现

在库车县城附近的皮朗古城遗址。 “去长安， 七千四百八十里”， 显然， 对汉朝人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班固还记载了龟兹国的人口： “户六千九百七十， 口八万一

千三百一十七， 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 也就是， 按一家一户的人来计算， 是 ６９７０ 家

人， 总共的人数是 ８１３１７ 人， 非常具体精确， 看来汉人是以自己的户籍登记传统来计

算， 把这个西域国家人口的构成状况记载的非常清楚。 而且为了跟这个小国家打交道，
他专门记载了这个国家的兵力状况， 说是有胜兵 ２１０７６ 人， 这也是很具体的数字。 此

外， 班固还记载了龟兹国的主要官职， 主要有哪些官员管理国家等。 除了这些关于龟兹

国的总体描述之外， 他还特别提到龟兹国 “能铸冶， 有铅”。 也就是说该国的铸造业很

发达， 可以说整个西域各个国家使用的金属器， 特别是金属工具， 都是在龟兹制造的。
班固还特别提到龟兹国 “有铅”， 铅在铸造冶金史上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铅的熔点低，
在烧制铸造的过程当中， 比较好成型， 可以用来造水管之类实用的建筑材料等。 所以

《汉书》 里头提到龟兹国有铅， 可能是在讲他它的冶金制造业比较发达。
除了汉文古籍里头的记载之外， 在印度的古梵文文献里， 也有关于龟兹国最早的历

史记载， 尽管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梵文翻译成汉文之后的一部佛经里提到了这个龟兹

国， 这条记载是讲阿育王时代的故事。 阿育王时代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时间， 就是在公元

前 ２７３ 年到公元前 ２３２ 年， 阿育王在位。 这部翻译成汉文的佛经叫做 《阿育王太子法益

坏目因缘经》， 在这部经里有这么一段描述： “阿育王闻， 喜庆欢悦， 和颜悦色， 告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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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曰： 吾获大利， 其德实显， 法益王子， 以理治化， 导以恩和， 人民之类， 莫不戴奉。
今当分此阎浮利地， 吾取一分， 一分赐子， 使我法益， 长生寿考， 治化人民， 如今无

异。” 这么一段佛经记载， 讲到阿育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很高兴， 就把战争获得的土

地， 分享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法益。 分给他儿子的这些土地国家里头， 就提到了龟

兹国， 与安息、 康居、 乌孙、 于阗等国并列。 这条文献记载里还说， 给法益王子的封

地， 东边 “至于秦土”， 也就是与中国最西边的大秦相接， 把整个西域地区， 包括龟兹

古国， 都包含到了他的封地里。
这一条记载， 当然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 说是这个佛经的记载， 有很多夸大

不实之处， 但是我认为这个记载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因为它不仅提到了龟兹古国， 而

且讲到龟兹与阿育王帝国的关系。 阿育王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王， 他不仅大规模扩张帝

国领土， 而且每到一处， 都要弘扬佛法。 他每占领一个小国， 就会立一根很高的石头柱

子， 并在石柱顶端雕刻狮子、 莲花、 法轮等象征佛教， 象征佛法， 象征佛陀的图像。 法

轮往往由大型动物像牛之类来拉动， 象征法轮长转， 佛法永存。 所以虽然我们在龟兹国

境内还没有发现阿育王的大石柱，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这条来自佛经记载的材料来推

测， 龟兹古国在公元前 ３ 世纪的阿育王时代， 就可能已经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当时的佛

教艺术遗迹有没有存在下来呢？ 我们现在不清楚， 有可能会在将来的考古发现中有所

收获。
龟兹国境内最早的历史遗存， 是在位于龟兹古国统治中心的今库车县城一带发现

的。 １９５８ 年， 中国著名的考古专家黄文弼来到库车， 对 “龟兹古城” （即 “皮朗古

城” ） 遗址做了调查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 在古城里一个叫 “哈拉墩” 地方， 挖掘出

了一批 “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文物， 包括大量的陶器残片、 石镰刀、 穿孔石器、 石化

妆棒等， 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双耳陶罐①。 据黄文弼描述： “所谓哈拉墩， 是一座用土

坯垒砌， 形状不甚规则的土墩。 土墩南北长 ２５ 米、 东西宽 １５ 米、 高出地表 ３ ２ 米。 从

遗址的近代取土坑的坑壁上观察， 土墩之下灰层厚约 ２ 米。 经初步调查， 灰层分布范围

为南北 ８５ 米、 东西 １１６ 米， 总面积当在 ９３５９ 平方米以上。”②

在哈拉墩旁边挖掘出的文物分上下四层， 上面两层 （１、 ２ 层）， 下面两层 （３、 ４
层）。 上面两层出土的文物有唐代的钱币、 陶缸、 陶水管、 筒瓦、 板瓦、 釉陶灯、 铺地

方砖等， 均可以明确判定为唐代物品。 下面两层发掘的文物被归入到 “哈拉墩前期文

化” 或称 “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物， 可供用作断代参考的文物有双耳陶罐、 陶器残片

（有清晰纹饰）、 石镰刀、 穿孔石器等， 值得进一步探讨。
“哈拉墩前期文化” 遗址出土的双耳陶罐有两件比较完整， 一件出自哈拉墩西区

（图 ２）， 另外一件出自哈拉墩北区 （图 ３）。 这两件双耳陶罐造型相似， 都是敞口、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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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圆形， 双耳位于罐口左右两侧对称分布。 两件陶罐均为手工制作， 材质是夹沙红

陶。 我们在甘肃、 青海出土的彩陶罐里， 看到了造型极为相似的双耳陶罐。 例如， 在甘

肃永登县博物馆的藏品中， 就有一件保存完好的双耳陶罐， 也是敞口、 鼓腹、 圆形， 双

耳位于罐口左右两侧 （图 ４）。 在青海出土彩陶罐里， 我们也发现有类似的双耳陶罐

（图 ５）。 与哈拉墩遗址出土的陶罐相比较， 甘肃、 青海出土的双耳陶罐制作工艺水准更

高一些， 但二者之间造型相似度很高， 很可能有较为直接的联系。 如果这个推测可信的

话， 则古龟兹文明在起源阶段就与中华文明有了紧密的关系。

　 　 　 　 图 ２　 哈拉墩前期双耳陶罐　 　 　 　 　 图 ３　 哈拉墩北区出土陶罐

　 　 图 ４　 甘肃永登县博物馆藏双耳陶罐　 　 　 　 　 　 图 ５　 青海出土双耳陶罐

除了陶罐造型的高度相似外， 哈拉墩前期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残片上的装饰纹样也

与甘青地区出土的彩陶纹样非常相似。 哈拉墩彩陶 “纹饰主要有三角纹、 条带纹、 折

线纹、 平行线纹、 水波纹、 锯齿纹等”① （图 ６）， 这些纹样类型， 在甘青地区彩陶纹样

中， 也是比较常见的。
除了这批在库车发现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器、 石器和骨器， 还有一批在古龟兹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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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宿发现的原始岩画值得特别关注。 据实地考察过这些岩画的张平介绍： “岩画主要分

布在温宿县城东北一百余公里的西部天山南麓地带， 主要琢刻在河边或山脚的岩壁以及

竖立于地面的的大块砾石上。 其中以小库孜巴依和包孜东两地的古代岩画较为典型。”①

小库孜巴依的岩画主要刻在一块河岸台地上的洁白光滑的巨石上 （图 ７）。 此巨石

只有半截露出地面， 露出部分高约 １ ３ 米， 宽约 ２ 米， 长约 ５ 米。 石上所刻图像刻划边

沿清晰， 所用刻划工具应该是坚硬的金属器 （可能是龟兹本地出产的青铜尖锐器）。 这

些岩画的制作时间可能是西域地区的 “青铜时代”， 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商朝至战国末

期， 即公元前 １６００－前 ２２１ 年的 “先秦时期”。②

　 　 　 图 ６　 哈拉墩彩陶纹样　 　 　 　 　 　 　 图 ７　 温宿小库孜巴衣岩画

　 　 这块巨石上的图像看似散漫随意分布， 但仔细观察分析， 不同部位的形象是有一定

“主题” 的。 明显可以区别主题的形象有三组， 分别是 《三人家庭弓箭狩猎图》、 《壮汉

掷石球狩猎图》、 《家庭放牧图》。
这幅 《三人家庭弓箭狩猎图》 （图 ８） 描绘了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用弓箭射

杀大角羊和雄鹿的场面。 夫妻二人均穿同样的上窄下宽、 质地较硬 （可能是动物毛织

品）、 下摆长及膝盖之上的长袍， 正张弓搭箭， 准备射杀身前的一对大角羊。 丈夫手持

的箭非常特别， 箭头部位是分叉的。 这种分叉箭头的箭是否专门用于捕捉而非杀死大角

羊？ 如果他们狩猎的目的之一是捕捉大角羊， 然后驯化家养， 那这幅图就反映了龟兹人

从射杀野外动物向驯化动物开始家养动物的转化过程， 其历史价值便远远超越了一幅简

单的 “狩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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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温宿岩画 《三人家庭弓箭狩猎图》

　 　 这幅岩画中的妻子虽然穿着与男人一样的硬质长袍， 但她的胸部明显凸出， 显示出

清晰的成年女性特征， 长袍的下摆也因身体形态的凹凸不平而显出波浪形曲线。 这位母

亲虽然也拉开了她的弓， 但箭头却朝向地面而非大角羊，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个动

作。 夫妻二人前面的动物是一对成年大角羊， 它们面对面， 头对头， 正在舔中间的刚出

生的小羊。 这个场景大概使这位已为人母的妇女实在不忍心射杀这对大角羊， 所以她的

箭头垂向地面， 这幅岩画的作者对人性的刻划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跑在前面的小猎人应该是这对夫妻猎人的儿子， 从画面人体比例看， 这个小孩只有

七八岁的样子， 拉开一张几乎和他一样高的大弓， 对准比他高得多的一只大雄鹿的腿，
箭已经射出但还没有到达目标， 惊诧中， 鹿抬起两只前腿， 正准备逃跑……看来这个小

猎人也是想要捕捉这头雄鹿， 用来驯化家养， 以备不时之需。
这幅 “家庭狩猎图” 不仅艺术水平相当高， 而且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更是层次丰富，

为我们研究了解早期龟兹人的社会结构、 生产能力、 生活水平等，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

考资料。
《壮汉掷石球狩猎图》 （图 ９） 是构图独特、 人物造型生动有趣的一幅岩画。 画面

里的大角羊身下和脚边已经有了三颗石球， 但羊并未逃跑， 看来是已经受伤了。 大角羊

的侧前方， 一个成年男性正以右脚为重心支点， 旋转身体， 张开双臂， 投掷石球。 值得

注意的是， 此人投掷出的石球不是飞行在空中， 而是在地上快速滚向大角羊。 这种投掷

石球的方式可以击伤羊的腿脚， 使其无法正常快跑逃逸， 但不会伤及生命， 看来猎人是

要捕捉这只大角羊， 带回家圈养， 以供不时之需。 这幅岩画反映了古龟兹人捕捉大型野

生动物， 并将其驯养为家畜的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这比单纯直接的原始狩猎更有规划

性， 生活资料 （食物） 的拥有更有长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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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温宿岩画 《壮汉掷石球狩猎图》

　 　 还有一幅 《家庭放牧图》 （图 １０） 特别重要， 描绘的是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子女和

他们的牧羊犬， 在住家附近放牧大角羊的场景。 画面中的母亲张开双臂， 正在把一只四

处游荡的羊往中间轰赶， 她左手还托着一个食物罐， 估计是给孩子们送吃的来了。 母亲

旁边是一个梳着三根长辫子的女孩， 她正在督促她家的牧羊犬去教训那只最大的羊。 画

面的另一侧， 两个男孩撑开双臂， 一个略往上， 一个略往下， 也是在把大角羊往中间

赶。 画面正中间， 牧羊犬尾巴翘起来、 头上仰、 对着大角羊狂吠。 羊双腿略前伸、 身体

后缩， 看来是有些害怕牧羊犬。 这幅 《家庭放牧图》， 生动再现了早期龟兹人驯化大角

羊， 将其作为家畜放牧喂养的场面。 我们注意到， 这些驯化了的大角羊放牧场地周围并

没有设置围栏， 而是以人工和牧羊犬帮助来聚集这些家畜， 家庭成员是主要放牧者。

图 １０　 温宿岩画 《家庭放牧图》

　 　 总之， 在温宿县小库孜巴依发现的西域 “青铜时代” 岩画， 生动再现了古龟兹人

从直接的原始狩猎方式， 向捕捉驯化野兽用于家养的过渡， 反映了当地以单个家庭为基

础的生产、 生活方式。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松散的人群聚集模式。

温宿县境内另外一处岩画点是位于包孜东乡以东约 ２ 公里的天山南麓小河岸边的两

大块形状起伏变化不规则的砾石上。 这两组岩画与小库孜巴依的岩画相较， 在刻划方式

和表现内容上有明显区别， 反映了同一个地方也有不同艺术风格和思想观念存在。

包孜东岩画里有一幅表现车辆的 “内容较为完整的画面。 其中车辆内有四根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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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象征性的车厢、 辕及绳索。 前面拉车的动物似马非马， 似驴非驴。 线条刻划流畅，
颇为生动。”① （图 １１） 这辆车的旁边， 还刻了一个有中心向外辐射线条的圆形图案，
有人将其识别为 “只琢刻一只车轮， 内有 ９ 根辐条” 的车辆。② 我认为这个圆形图案，
是龟兹地区最早的太阳图像， 而非用一个车轮来表现车辆。 这个有中心点、 放射线条从

中心向周围扩散的圆形图案， 与克孜尔早期石窟壁画中的太阳形象非常相似 （图 １２），
二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图 １１　 温宿岩画 《太阳与车》 图 １２　 克孜尔石窟第 ３８ 窟窟顶太阳

　 　 包孜东岩画里还有一幅重要的作品被称作 《岩刻符号》 （图 １３）。 这组刻在岩石上

的符号， 形状多变， 边沿清晰， 像是书写的文字； 也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野地里的花

草， 有四瓣花， 也有两瓣花； 还有些扭曲的线条， 像是小蛇， 或蚯蚓。 然而， 这些符号

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 至今无人知晓。

图 １３　 温宿岩画 《岩刻符号》

　 　 在龟兹古国的中心地区， 离都城不太远的今拜城县克孜尔乡， 发现了一批保存相对

完好的古墓， 出土了大批丰富多样的珍贵文物。 这批古墓和出土文物都属于龟兹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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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 与温宿地区发现的岩画时代相同， 反映的社会历史状况， 也有许多相通

之处。
克孜尔墓地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为配合克孜尔水库建设工程，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持发掘的。 该墓地共发掘了 １６０ 座墓， 这些古墓在地面上都有圆形封堆， 封堆的顶部

大多有一个 “凹” 形窝坑， 窝坑正对的地底下， 就是墓穴的位置。 墓室为竖穴土坑，
墓口均开于原地表， 墓坑多为长方形或椭圆形 （图 １４）。

图 １４　 库车克孜尔墓地竖穴土坑墓

　 　 克孜尔墓地的发掘， 对我们理解龟兹史前文明的状态有极大的帮助。 首先， 这些墓

地埋葬的死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龟兹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的生活习俗、 丧葬礼仪是

怎么样的？ 他们的社会是怎么组成的？ 其次， 这些墓葬出土的金属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史前龟兹人的冶炼铸造技术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是否也和中国内地一样有一个以使用

青铜器为标志的 “青铜时代”？ 第三， 这些墓葬出土的彩陶和玻璃珠等， 可以使我们了

解到史前龟兹人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创造能力。
克孜尔墓地埋葬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的社会关系、 生活习俗、 丧葬礼仪又该

如何识别呢？ 根据对克孜尔墓地出土 ２４ 例人颅骨测量分析： “９ 例男性颅骨中 ７ 例属于

欧罗巴人种类型， １ 例属于蒙古人种类型， １ 例趋向两大人种混血类型； １５ 例女性颅骨

中 １０ 例趋向欧罗巴人种类型， ３ 例趋向蒙古人种类型， ２ 例趋向两大人种混血类型。 总

的来说男女性在种族特征上趋向一致， 欧罗巴人种占优势。”① 龟兹地区史前人类明显

是以欧罗巴人为主， 但也混合有东边的蒙古人种， 显示出东西方人种杂居的人口构成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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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墓地埋葬的人类骸骨遗存有 “单人独葬”、 “多人合葬” 两类， 而且埋葬姿

态均为 “侧身屈肢葬”。 “单人独葬” 类型的墓占了已发掘墓葬总数的一半， 估计史前

龟兹人有一半是独自生活， 没有稳定的伴侣， 所以死去时单独一人一个墓穴 （图 １５）。

图 １５　 库车克孜尔 Ｍ１３ “单人独葬墓”

　 　 龟兹史前古墓最有特点的是 “成年男女合葬” 墓， 既有成年男女二人的一次合葬

图 １６　 库车克孜尔墓地

Ｍ２５ “男女合葬墓”

墓， 也有成年男女四人分层合葬墓。 例如， 克孜尔第 ２５
号墓， “墓室为圆角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室底为两

具成年异性的骨架。 成年男性， 头西， 面朝北， 上身

仰， 下肢向左屈肢； 成年女性， 头西， 面南侧身屈肢，
其面前置骨纺轮一件。 墓室西壁下的头侧随葬有双耳带

流釜、 彩陶钵、 单耳碗各一件。”① 仔细观察， 我们可

以看见男女二人的骸骨不仅面对面， 而且交错重叠， 反

映的是夫妻伴侣特有的紧密人体关系 （图 １６）。 而随葬

的纺轮、 釜、 钵、 碗等生活用具， 则显示了死者要在地

底下墓穴里继续在一起生活的 “永远活着” 的生命

观念。
克孜尔第 ３０ 号墓， 地上封堆呈圆台状， “墓室底葬

男女二人， 年龄 ２５ 岁－３０ 岁。 二人相对侧身屈肢， 双

膝相抵而卧。 男性头朝西北， 面向北侧身屈肢。 女性头朝西北， 面向南侧身屈肢。 两具

骨架足骨的东侧， 有一具屈肢特盛的马骨架。”② 这对夫妻可能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小家

庭， 在地下陪伴他们的， 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匹马 （图 １７）。 该墓的 “随葬器物很值

得注意。 其中男性枕骨下部压一件铜斧， 骨盆部位有一件砺石； 女性枕骨下部压一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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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颈椎骨有项链， 顶骨有发链， 腰椎间有石锥 （化妆棒）。 女性小臂骨位置有铜镜一

面。 随葬的组合陶器有单耳带流彩陶釜、 盆、 钵、 杯、 铜刀、 铜纺轮等。”① 这些随葬

物品表明男女的社会分工明确： 男性使用砍伐狩猎工具， 女性则有铜勺、 盆、 钵、 杯等

炊具， 还有项链、 发链、 化妆棒、 铜镜等身体装饰用品。
克孜尔墓地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 “双层双夫妻合葬墓”， 即墓穴挖得较深， 底层埋

一对男女， 上层再埋一对男女的墓葬形式。 例如第 ２０ 号墓， “墓室分两层埋葬骨殖和

随葬器物， 即每一层各有一对成年男女的骨架和一组随葬的陶器” （图 １８）。
克孜尔第 ２０ 号墓的墓穴上层 （第一层） “距地表约 ０ ８ 米， 两副骨架为相对的侧

身屈肢葬。 Ａ 为成年男性， 头置西， 面向北的侧身屈肢； Ｂ 为成年女性， 头置西， 面向

南的侧身屈肢。 随葬的一组陶器置于 Ａ、 Ｂ 头部的西壁端。 有单耳彩陶盆、 单耳带流

釜、 单耳碗， 在 Ｂ 头骨后侧置一纺轮” （图 １９）。 墓穴下层 （第二层） “叠压在第一层

下， 相隔厚约 ２０ 厘米－３０ 厘米的疏松填土。 Ｃ 为成年女性， 头置西， 面向北。 Ｄ 为成

年男性， 头置西， 面向上。 男骨架压住了女性骨架中的左臂、 盆骨及股骨， 可以看出入

葬的顺序为先女后男。 随葬陶器有单耳盆 （内置羊腿骨）、 单耳带流彩陶釜、 单

耳碗。”②

图 １７　 库车克孜尔墓地

　 Ｍ３０ “男女合葬墓”
图 １８　 库车克孜尔墓

地 Ｍ２０ “双层双夫妻

合葬墓” 示意图

图 １９ 　 库车克孜尔墓地

Ｍ２０ “双层双夫妻合葬

墓” 上层

　 　 这种双层双夫妻合葬墓， 虽然是分层安葬， 但却是 “一次合葬”。 也就是说， 这两

对夫妻是同时死去的。 这是否意味着 “殉葬” 传统的存在？ 下层陪葬品中发现装有羊

腿骨的陶盆， 这是否是作 “祭祀” 用的羊 “祭品”？ 克孜尔第 ２６ 号墓也是同样的双层

双夫妻合葬墓， 在底层陪葬品中也发现了羊骨， 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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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随葬品， 主要有 “陶、 石、 骨、 铜、 贝、 玻璃六类不同质地的

生活用具、 生产工具和装饰品。”① 在这六类随葬品中， 陶器占大多数， 主要有单耳带

流釜 （图 ２０）、 单耳圆口釜 （图 ２１）、 陶钵、 陶盆、 陶碗等， 多放置在墓主人的头端

（图 ２２）。 在有些陶钵或陶盆内发现了羊肋骨或羊腿骨， 还有小铜刀放置旁边 （图 ２３）。

图 ２０　 库车克孜尔墓地出土 “带流陶釜” 　 图 ２１　 库车克孜尔墓地出土 “单耳圆口陶釜”

图 ２２　 库车克孜尔墓地出土陶器位置　 　 　 　 图 ２３　 库车克孜尔墓地出土铜刀

　 　 克孜尔墓地出土的这些各类陶器和小铜刀， 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用于饮食的器皿和餐

具， 反映了史前龟兹人的饮食习惯和人死后将继续需要食物、 继续活着的死亡观念。 远

古龟兹人这种人死后仍然有意识、 还可以继续生活的观念， 为后来佛教 “生死轮回”
学说在龟兹地区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

附记： 本文部分插图转引自张平 《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 一书， 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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